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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人口自由流动和中国经济发展
文/李伟

2022 年 12 月 22 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中

国经济严重失衡，居民消费率太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很少能惠及家庭”。与之相应的是，

多家机构下调了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预期。

实际上，克鲁格曼所表达的思想很多中外经济学家都谈过，并非什么新鲜言论，问题的关键

在于市场目前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保守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仅仅一年之前

还是“异端邪说”。虽然克鲁格曼的言论有点老调重弹的意味，但它也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经济的目的，说的俗气一些，是为了让人更好的吃喝玩乐，

说的正式一点就是为了提高居民消费。我们已经不需要论证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是否很低这个

问题了，那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会这么低呢？这与当前中国的制度结构有关。

在目前的中国，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业绩上的考核，这

个考核标准主要就是 GDP 的增长。在一般情况下，GDP 增速快的地方，地方官员获得升迁

的几率就高。投资是带来 GDP 增长最简单的办法，中国经济长期主要也是靠投资驱动的。

为了实现更高的 GDP 增速，地方政府需要对本地经济进行更多的投资。既然要投资，就必

然要找投资方，所以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员都非常热衷于招商引资。在业绩考核的压

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获取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例如通过土地出让等手段向居民

征收隐形税收以助力经济发展，而对一些无法带来 GDP 大幅增长却要花钱的公共服务，例

如医疗、教育和养老，则“能省就省”。

这里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但即使

亏钱，地方政府也往往非常热衷于在此发力，这与其对医疗、教育和养老等领域的态度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地方政府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虽然不一定可以带来足够的收益，

尤其是短期的收益，但其往往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例如地铁，这与地方

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是一致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其周围土地的价值和城市的吸引力，

导致更多的人口流入，这与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的作用是相似的。但现有的制度容

易催生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三个问题，一是边际效用递减，

例如当城市核心区都修满地铁后，郊区人口较少，再修地铁的收益就会下滑；二是基础设施

的投资巨大，会对其他公共服务项目形成挤出效应。这很好理解，基础设施的钱花多了，可

用于其他公共服务的资金就减少了；三是会形成巨大的债务负担。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依靠的

是高杠杆操作，当经济增长快的时候，这些债务尚不要紧，但当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这些

债务就会对地方财力形成巨大的负担，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综合来看，基础设施对地

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作用较为复杂，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总体上推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有些公共服务缺失的最重要

的原因不是财政上的错位，即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比例较小，但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政

府来提供，这中间存在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这种财政错位论的观点是较为片面的，根据

以上描述，地方政府提供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积极性，用经

济学的语言说就是缺乏这方面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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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等方式向居民征收隐形税收，这样一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变少了，

居民的消费能力就下降了。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居民不

敢消费，不得不将更多的钱用于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在这种局面下，居民的消费率怎么可能

上得去呢？

那么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应该做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弱化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GDP 考核，这是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二是逐步减少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慢慢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集体土地

自由入市，同时开征房产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可以促进土地市场的自由

化，这会提高土地市场的效率，造福整个经济，同时降低地方政府的隐形税收，让利于民。

虽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了，但开征房产税可以为它带来新的收入，更关键的是，

房产税将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具体来说，房产税开征后，人口的流入会增

加对本地房屋的需求，这会提高本地的房价，进而提高本地的房产税收入。人多了，钱就多

了，这对政府意味着人不再是负担，而是能下金蛋的鹅。提高本地区对居民吸引力的最好方

法之一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里的公共服务不只包括基础设施，也包括医疗、教育和

养老等项目。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有了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三是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房产税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但这里有一个先

决条件，就是要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完全取消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

制，比如户口制度依然存在。假如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那么居民就没有办法以用脚投票的方

式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进一步说，这也阻碍了地方政府提供多样化公共服务的可能性。具体来说，每个地方的禀赋

是不同的，有的地方环境很好，有的地方经济发达，有的地方教育质量很高，有的地方医疗

实力很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优势。从居民的角度来说，在选择居住地时，人们会理性的

在税收、公共服务和生活成本等方面做优化，这也就决定了地价在空间上的分布。这里暂且

不谈税收和生活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仅以公共服务来说，当人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每个地

方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本地居住，都会尽力去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样一来，每

个地方的公共服务就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增进了居民的

福利。

最后，笔者想说，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要牢记一点：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目的，而非工具。

就像上文所说，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居民消费，现在的投资也是为了提高将来

的消费。以人为本是我们从事所有工作的基本逻辑，只有在此逻辑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能

蓬勃发展，所有人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